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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我国大豆消费在未来一段时期主要依赖进口,在转基因大豆贸易国际化的趋势下,评价各国转基因

生物安全管理政策对我国大豆进口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 2003—2010 年我国大豆进口贸易数据,选取美

国、巴西、阿根廷和加拿大四大主要进口市场,采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探讨各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政

策选择对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主要大豆出口国执行强制性标签、设定的阈值越大、
转基因安全评价实行审批制管理会显著影响我国大豆进口量增加,此外,我国居民收入的提升会增加大豆

进口,而出口市场经济规模的扩张、国外与国内价格比值的提高、双边贸易距离将会减少我国大豆进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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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我国城镇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农村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人们日益增长的豆类制品供

需缺口日渐扩大,加之短期内近似替代品的供给缺乏弹性,致使我国一度成为全球转基因大豆进口大

国。 由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尚未得到证实,各国转基因标识意愿、阈值设定及安全审批管理政策制定

主要基于贸易保护、运行成本等方面的考虑。 从贸易保护上讲,转基因产品的出口国倾向于制订较为

宽松的政策、较高的阈值;而进口国采用倾向于较严格的政策、较低的阈值,各国管理政策选择的差异

性如何影响中国转基因大豆进口贸易有待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已对转基因食品的支付意愿、社会福利,以及一国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实施对本国贸

易的影响做了大量研究。 Lusk 等(2005)研究表明,大量消费者对非转基因食品的支付意愿较高,且
通过显著性检验[1],我国学者钟甫宁等(2006)也得出类似结论[2]。 此外,Noussair 等(2004)研究法

国消费者,结果表明通过将食品市场分割成转基因食品市场和非转基因食品市场,增加了福利剩

余[3]。 Eggert 等(2011)更进一步证实强制性标签通常既会增加国内福利,也能增加全球福利[4]。 国

内学者宣亚南等(2007)利用 1992—2004 年我国大豆进口总量时间序列数据,通过设定虚拟变量,分
析我国实施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前后对大豆进口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不显著[5]。 更进一步,高颖

等(2008)利用 1990—2005 年我国大豆进口的面板数据,验证中国实施转基因标识政策对进口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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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结果仍不显著[6]。 目前对国外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选择对我国进口贸易影响的研究较少。
本文基于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采用 2003—2010 年中国转基因大豆进口贸易数据,选取美国、巴

西、阿根廷和加拿大四大主要进口市场,探讨我国转基因大豆四大进口市场转基因标识政策、转基因

阈值设定及转基因安全审批政策的选择如何影响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以期为保证国内大豆的供需

平衡,优化转基因大豆进口贸易结构提供可靠、详实、科学的依据。 文章研究框架如下:第二节,分析

我国转基因大豆进口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第三节,模型估计与实证分析;第四节,结论与展望。

二、转基因大豆主要出口市场的政策比较

目前全球商业化推广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大豆、玉米、油菜和棉花。 美国的转基因技术在世界上

具有领先优势,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生产国和出口国;阿根廷是主要的转基

因大豆和玉米出口国;巴西则是仅次于美国的转基因大豆生产与出口国。 关于需要强制标识的转基

因食品种类和阈值各国不尽相同。 与审批制“个性化冶的要求不同,报告制采用的是统一的执行标

准,是实现较快的行政性转变的制度之一。 由于报告制只采用法规规定的执行标准,执行标准的普遍

性使得检察员难以确定报告批复的持有者是否依从规定行事。 而阈值管理是指对所有认为有风险的

事物 (如混杂率,异交率,阳性率,致死率,危害率等等)给出一个容许的“度冶,并以这个“度冶为依据

进行管理。 目前批准产业化的转基因生物尚未证明存在健康和环境问题,对这类产品的阈值规定主

要是从贸易保护和运行成本等方面考虑。 从贸易保护上讲,转基因产品的出口国倾向于制订比较高

的阈值,而进口国倾向于较低的阈值。
美国对转基因食品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态度,认为管理转基因食品应基于产品本身,而非其生产过

程,将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同等对待,只要经过科学评估认定安全,就无须特别管理,即遵守“实质

等同原则冶。 同时,美国主张科学是管理的基石,对待食品安全性问题应当遵循“可靠科学原则冶 [7]。
该国相关声明规定,所有转基因食品都必须经过一项以科学为基础、针对产品特性,尤其是特殊成分

的安全评估,倘若转基因食品与同类传统食品没有实质性差异,则无须加以标识,即自愿标识;否则,
美国 FDA 可进行特别复检,视复检结果决定是否必须加以标识,即强制性标识[8]。 除此之外,加拿

大、阿根廷和中国香港也采用自愿标识的原则[9]。 转基因技术实验实行的是报告制和审批制,即由

开发公司报告,政府审批。 其中安全评价由环保局进行,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由食品药品局进行。 一

项转基因技术在获得应用前,通常要经过几年时间的测试或试验阶段,监管评价还需要几年,直到完

成整个监管程序。 不同的产品程序不尽相同,但通常包括实验室开发、田间试验,对植物在田间行为

的评价及对产品组成的分析等。 看这些产品的组成是否符合预期。 相关数据会提供给负责评审的监

管机构,然后评审机构作出最终决定。 不同产品会涉及到不同数量的监管部门。 2009 年,美国相关

部门对审批特定转基因生物的进口、州际转移和环境释放不再采用报告制,而是进一步修改并完善审

批制。
加拿大自从 Starlink 转基因玉米污染事件发生后,转基因产品要求具备三证(食用安全证书、饲

料安全证书和环境安全证书)才能释放。 加拿大食品检验署成立于 1997 年 4 月 1 日,负责转基因植

物环境安全和饲料安全的审查和批准,卫生部负责食用安全审批。 审查基于对开发商信任的基础上,
由开发商提供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试验数据,由加拿大食品检验署的植物生物安全办公室进行案卷

审查,规定在 6 个月内完成审查工作。 安全评估不另行安排试验。 在审批程序上,首先由开发商提出

申请,并出具完整的数据资料,加拿大食品检验署有权要求开发商补充所需资料或补充实验。 通过安

全评价批准释放后的转基因品种,其有性杂交后代都不需要重新评价。 批准环境释放的品种还需要

提供风险管理措施,除草剂抗性治理或昆虫抗性治理方案以及释放后的监测方案。 转基因食品在加

拿大实行自愿标识制度,沿用传统标识管理条例。
阿根廷的转基因生物管理是基于产品导向的,对转基因产品的环境释放与商业化推广的管理程

序与美国类似[10]。 其转基因作物的法律监管程度主要包括环境释放的监管、生产性试验和产业化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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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批准的监管。 巴西 2003 年以前的法律禁止种植和销售转基因大豆。 但由于政府监控不力,自
1997 年以来,国内大豆种植户根本不顾禁令,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考虑到豆农的实际

经济利益和社会安定,2003 年 3 月 26 日颁发“113 号临时措施冶,正式认可转基因大豆种植的事实,并
同意 2002—2003 年度收获的转基因大豆在 2004 年 1 月 31 日之前上市[11]。 同年 4 月 26 日,巴西出

台新转基因产品的标识法规,并从即日起开始执行。 产品内转基因含量超过 1%时,就需在产品上予

以标注,不再执行过去的只有产品内的转基因含量超过 4% 时才进行标识淤。 9 月 25 日再次颁发

“4846 号行政命令冶,同意生产者可以在 2003—2004 年度在国内种植和销售转基因大豆。
摇 摇 2001 年 5 月 9 日,中国国务院颁布《转基因

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对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出口

和过境转移实施了不同的管理方法,其中管制的

重点是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管制的措施主要是

对进口产品实施安全分级管理评价制度和强制性

标识制度。 随后,农业部根据条例又颁布了《农
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法》 《农业转基因生物

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

理办法》三个“办法冶。 然而条例颁布后,以美国

为首的农产品出口国提出异议,认为该法规的

表 1摇 中国转基因大豆主要进口市场对转基因大豆

实施的安全管理政策

国家 标识意愿 阈值 安全评价管理

中国 强制性标识 零容忍 报告制和审批制

美国 自愿标识 0郾 05
2008 年及以前:
报告制和审批制;

2009 年开始:审批制

巴西 强制性标识 0. 01 报告制和审批制

阿根廷 自愿标识 0. 05 报告制和审批制

加拿大 自愿标识 0. 05 审批制

摇 摇 注:巴西 2003 年以前的阈值是 4%,2003 年及以后为 1%。 转

基因生物安全审批管理包括相关试验、进口以及生产和加工环节。

实施方式与 WTO 的透明度原则相悖,结果是该条例并没有立即执行。 且原定于 2002 年 3 月 20 日实

施的条例细则,即“三个办法冶也因美国多次就法规的实施问题与中方磋商,致使我国政府多次推迟

三个办法的实施,直到 2004 年 4 月 20 日。 中国对转基因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实施强制性标识管制,针
对入境农产品采取标识目录管理制度,其中大豆和大豆油计入目录中于,但尚未设定相关阈值。 农业

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分为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领取安全证书五个

阶段。 其中,安全等级为芋、郁的实验研究和所有安全等级的中间试验实行报告制管理;环境释放、生
产性试验和申请领取安全证书阶段实行审批制管理。 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按照用于研究和试验的、
用于生产的,以及用作加工原料的三种用途实行安全审批管理。

长期而言,我国仍然维持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局面,各国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政策对大豆贸

易有重要影响[12]。 我国转基因大豆进口主要来自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国,上述国家对转基因农作

物及产品均是自愿标识,而我国采取强制标识,这意味着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政策尤其是标识政策及

其阈值的差异对我国的大豆进口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的实证模型部分在考虑上述因素基础上,结合

主要大豆出口国的生产与出口情况等因素展开进一步分析。

三、转基因大豆进口贸易的模型估计与实证分析

1.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摇 摇 (1)模型构建

基于 Anderson(1979)、Bergstrand(1985)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模型形式可表示为:
IPMij = a0YiY jD jAij (1)

其中,IMP ij为某一时期 i 国从 j 国的进口额;Yi 为进口国的 GDP;Y j 为出口国的 GDP;D j 为两国间

的距离;Aij为促进或阻碍两国间贸易流动的因素。 结合上述我国转基因大豆进口贸易影响因素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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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分析,本文界定了我国转基因大豆进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内生变量 5 个:中国的经济发展规模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出口市场经济发展规模(出口市场的人均

GDP)、国内供给能力(国内当年大豆产量+年初存量-当年出口量)、贸易比较优势(我国大豆进口到

岸价格 /大豆出口离港价格,其中大豆进口到岸价为完税价,即上次关税和增值税后的价格);外生变

量 5 个:双边贸易成本(双边首都地理距离表示,该变量是一种自然而非政策驱动的失真,且运输成

本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加大)、近似替代品进口量(我国大豆油进口量)、转基因食品标签意愿、转基因

食品标识阈值和转基因安全审批政策。
不考虑贸易的动态影响,将我国作为进口国解释双边贸易,实证模型构建如下:
lnimpit =a0+a1 lnurbt+a2 lnrurt+a3 lnprogdpit+a4 lndisi+a5 lnsupyt+a6priceit+a7 lnsubsit+a8 labelit+a9 thrdit

+a10applit+滋it (2)
其中,impit表示中国第 t 年从第 i 个出口市场进口转基因大豆数量(吨);urbt 表示中国第 t 年城

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rurt 表示中国第 t 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progdpit表示第

t 年出口市场的国内人均 GDP(美元);disi 表示出口市场 i 与我国的首都地理距离(千米);supyt 表示

第 t 年国内大豆供给量(吨);priceit表示第 t 年我国大豆进口到岸价格与大豆出口离港价格的比值;
subsit表示第 t 年我国从大豆出口市场 i 进口的近似替代品———大豆油数量(吨);labelit表示出口市场

i 第 t 年实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政策,该变量为虚拟变量,由于我国执行强制性标签政策,故以此为基

础类型,即 1 =强制性标签,0 =自愿标签;thrdit表示出口市场 i 第 t 年执行的转基因标识阈值(% );ap鄄
plit表示出口市场 i 第 t 年执行的转基因安全审批政策,该变量为虚拟变量,以我国目前采用的报告制

和审批制为基准项,即 1 =报告制和审批制,0 =审批制。
(2)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 2003—2010 年,中国转基因大豆进口的四个主要市场,即美国、巴西、阿根廷和加拿

大,转基因大豆 8 年总进口 2郾 69 亿吨,占转基因大豆进口总量的 96郾 89% ,且常年占有率不低于

91郾 84% ,最高达 99郾 99% 淤,能够代表中国转基因大豆进口的整体市场,且常年进口量稳定,是值得我

国关注和研究的海外市场。 数据来源与说明见表 2。
表 2摇 数据来源与说明

变量 单位 数据来源 注明

import 吨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
urb 元 中国统计年鉴 2011 以 2005 年为变价进行调整

rur 元 中国统计年鉴 2011 以 2005 年为变价进行调整

prgdp 美元 Penn World Table 以 2005 年为变价进行调整

dis 千米 http: / / cepii郾 fr

supy 吨
年初存量来源于世界农业展望,当年产量与出口
量来源于 FAO 供给能力=年初存量+当年产量-出口量

price / 进出口数额和数量来源于 FAO;中国大豆关税和
增值税率来源于 OECD

进口到岸价=(当年从出口市场的进口额 / 当年进
口量)*(1+关税率)*(1+增值税率);出口离港
价=当年出口到一国的出口额 / 出口量

subs 吨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
label / 美国农业部 www. usda. gov 1 =强制性标签,0 =自愿标签

thrd % 美国农业部 www. usda. gov
appl / 美国农业部 www. usda. gov 1 =报告制和审批制,0 =审批制

2.模型估计

由于样本数相对于时间维度较小,因此对于长面板数据的估计,只要加入个体虚拟变量即可,即
LSDV 法。 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有些国家的虚拟变量显著,即存在固定效应。 长面板数据的关注

焦点在于设定扰动项相关的具体形式,以提高估计效应,对此放松随机扰动项为独立同分布的假定,
因此本文对随机扰动项的具体形式进行估计,然后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模型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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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数据来源于 FA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网站:http: / / www郾 fao郾 org。



表 3摇 模型估计结果比对

回归
Random-effects GLS

regression
Prais-Winsten

regression Linear regression Cross-sectional time-
series FGLS regression

类型 LSDV 组内自相关
组间异方差

不考虑组间同期相关
组内自相关与
组间同期相关

变量 系数
稳健

标准差
系数

面板校正
标准差 PCSE 系数

面板校正
标准差 PCSE 系数

标准差
SE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 042 8. 21 7. 011** 2. 848 7. 042 6. 109 5. 934*** 1. 941
(0. 86) (2. 46) (1. 15) (3. 06)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4. 488 9. 373 -4. 455 3. 063 -4. 488 7. 403 -3. 618 2. 348
(-0. 48) (-1. 45) (-0. 61) (-1. 54)

出口市场人均 GDP -5. 72** 2. 557 -5. 741** 2. 698 -5. 72*** 2. 212 -4. 2*** 1. 169
(-2. 24) (-2. 13) (-2. 59) (-3. 59)

双边贸易距离 -15. 209** 6. 539 2. 848 2. 065 -11. 378*** 2. 903
(-2. 33) (1. 38) (-3. 92)

国内供给量 0. 735 1. 642 0. 728 0. 567 0. 735 0. 930 0. 432 0. 317
(0. 45) (1. 28) (0. 79) (1. 36)

相对价格比值 -0. 485 0. 514 -0. 569 0. 893 -0. 485 0. 844 -0. 787** 0. 327
(-0. 94) (-0. 64) (-0. 58) (-2. 41)

近似替代品供给量 -0. 079*** 0. 024 -0. 074 0. 045 -0. 079* 0. 042 -0. 072*** 0. 02
(-3. 26) (-1. 64) (-1. 87) (-3. 55)

转基因标识意愿 -0. 188* 0. 103 -0. 187 0. 203 -0. 188 0. 291 -0. 207** 0. 106
(-1. 83) (-0. 92) (-0. 65) (-1. 96)

转基因阈值 0. 6683* 0. 343 0. 4525** 0. 1550
(1. 94) (2. 92)

安全审批政策 0. 607 0. 58 0. 621* 0. 348 0. 607 0. 369 0. 441*** 0. 167
(1. 05) (1. 78) (1. 65) (2. 64)

Icntry2 -1. 027 0. 631 -1. 285* 0. 686
(-1. 63) (-1. 87)

Icntry3 -7. 805*** 0. 398 3. 123 4. 543 1. 31 2. 84 -7. 484*** 0. 380
(-19. 63) (0. 69) (0. 46) (-19. 71)

Icntry4 10. 203** 4. 820 8. 557*** 3. 069
(2. 12) (2. 79)

cons 174. 528*** 58. 363 27. 792 19. 594 132. 427*** 36. 579
(2. 99) (1. 42) (3. 62)

样本量=32, 组数=4
R-sq:within =0. 5737 R-squared=0. 9833 R-squared =0. 9781

between=1. 0000 Wald chi2(12)= 670383. 98 Wald chi2(12)= 879. 84 Wald chi2(12)= 4607. 65
overall =0. 9781 Prob>chi2 =0. 0000 Prob>chi2 =0. 0000 Prob>chi2 =0. 0000

摇 摇 注:*、**、***分别代表 10% 、5% 、1%的显著性水平。

(1)异方差、组内自相关与组间截面相关的检验

首先进行异方差检验。 零假设为“不同个体的扰动项方差均相等冶,对此进行似然比检验(LR)。
其卡方值为 63郾 6,对应的显著差异性水平为 0郾 00,LR 检验的结果强烈不接受“组间同方差冶的原假

设,即认为存在“组间异方差冶;其次进行组内自相关的检验(Wooldridge,2002)。 其零假设为存在一

阶组内自相关,Wald 检验的结果为 3郾 687,对应的显著差异性水平为 0郾 15,故接受零假设,即认为存

在“组内自相关冶;最后根据 Greene(2003)提出 Breusch-Pagan LM 检验进行组间截面相关的检验,该
检验仅适用于长面板,原假设为“不存在组间截面相关冶,LM 检验的卡方值为 17郾 18,对应的显著性水

平为 0郾 001,强烈不接受零假设,即组间截面存在相关。
(2)解决组内自相关的 FGLS 和组间异方差

由于本文中的时间维度并不比样本数大很多,无法提供足够信息来分别估计每个面板的自回归

系数,故假定约束每个面板(个体)的自回归系数均相等。 此外,作为比对进行组间异方差估计,但不

考虑组间同期相关。 通过对比表 3 中 LSDV、组内自相关与组间异方差可知,考虑组内自相关对估计

系数具有较大影响。 而组间异方差的系数估计值与 LSDV 完全相同,但前者的标准差要比后者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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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源于 LSDV 估计中使用了聚类稳健标准差,即考虑个体不同期扰动项间的自相关,而组间异方差仅

对标准差进行调整。 对此可以判断,解决组内自相关问题有益于提升模型估计效率。
(3)同时解决组内自相关与组间同期相关的 FGLS
由于不同国家的同期经济活动可能会互相影响,因此不同国家间的扰动项可能存在“组间同期

相关冶。 在此仍假定约束每个面板(个体)的自回归系数均相等。 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3.实证分析

通过上述模型估计,并对估计结果进行了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相关的纠正,最终得出可行的广

义最小二乘法回归估计结果(Cross-sectional time-series FGLS regression)。
(1)内生变量的估计结果。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lnurb)的系数为正,出口市场人均

GDP(lnprgdp) 、进出口大豆价格比(price)系数为负,且分别通过 1% 、1%和 5%显著性水平检验,符
合理论模型与比较优势理论的预期。 即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

升有助于转基因大豆的进口;而出口市场经济规模的扩张、国外与国内价格比值的提高,将会减少我

国转基因大豆进口量。
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lnrur)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由此可以判断目前我国豆类制品

消费的主要群体为城镇居民,短期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将直接增加国内大豆需求量;此
外,随着农村居民纯收入增加,消费水平日益提升,对豆类、肉类制品的需求亦会逐渐增加,因此从长

期来看,国内大豆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恶化。 此外,国内供给量(lnsupy)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由于国

内大豆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且自给能力受种植面积下滑和单产波动的双重影响致使国内大豆自给能

力弱,增长潜力受限,因此国内大豆供给对转基因大豆进口的影响微乎其微。
(2)一般性外生变量的估计结果。 双边贸易距离( lndis)和近似替代品转基因大豆油( lnsubs)的

系数均为负,均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前者符合理论模型预期,但后者系数为-0. 072,即转基因大豆

油的进口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转基因大豆进口,但是由于国内大豆刚性需求拉动进口,转基因大豆油进

口只能作为一种调节手段,无法与转基因大豆进口相抗衡。
(3)政策性外生变量的估计结果

第一,转基因标识意愿(label)的系数为负,通过 5% 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表明与执行强制性标签

政策相比,出口国选择自愿性标签政策将会抑制该国对我国的出口量,这一估计结果主要于我国对入境

的转基因大豆和大豆油执行强制标签政策,即使对于低水平混杂转基因成分的食品也必须添加标签。
第二,标识阈值(thrd)的系数为正,通过 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即出口市场设定的转基因阈值越

大,越有利于其向我国出口转基因大豆。 这一结论符合转基因阈值设定的初衷。 在未证明转基因生

物存在健康和环境风险的前提下,国际对转基因产品阈值设定主要是从贸易保护和运行成本等方面

考虑。 从贸易保护上讲,转基因产品的出口国倾向于制订比较高的阈值,而进口国倾向于较低的阈

值。 导致这一估计结果的原因是,目前我国对转基因食品虽然采取“零容忍冶态度,但是对于准入境

的转基因产品采用标识目录管理,其中标识目录包含大豆和大豆油,然而我国尚未对标识目录中的产

品设定阈值。
第三,安全评价管理(appl)的系数为正,通过 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表明出口市场安全评价管

理采用审批制将有利于向我国出口转基因大豆。 与执行标准统一的“报告制冶相比,“审批制冶提出具

有“个性化冶的要求,提高安全评价管理水平,有助于促进出口市场的出口;但其运营成本大,执行过

程复杂。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1.主要结论

摇 摇 本文基于 2003—2010 年中国转基因大豆进口贸易数据,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探讨各国转

基因安全管理政策选择对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影响。 研究表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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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是国内大豆供需矛盾的诱因,面对国内大豆的刚性需求、种植面积逐年缩小及单产水平的波动,
致使国内自给能力弱且发展潜力受限。 进口转基因大豆的价格优势也促进大豆进口激增,农民丧失

种植大豆的积极性,而近似替代品大豆油进口量小、替代性弱。
针对出口市场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选择,三个政策性外生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与我国转基

因安全管理政策相比:第一,出口国选择自愿性标签政策将会抑制该国对我国的出口量;第二,出口市

场设定的转基因阈值越大,越有利于其向我国出口转基因大豆;第三,出口市场安全评价管理采用审

批制将有利于向我国出口转基因大豆。
2.启示

(1)进一步研究我国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测算食品内部消费结构变动,为
预测未来国内大豆、玉米需求提供详实依据。 此外,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上探讨转基因食品强制性标

识、是否允许商业化种植以及贸易禁止对我国社会福利的影响。
(2)有效解决供需紧张矛盾。 一方面,加强科普宣传,增加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与传统大豆的认

知,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通过市场细分实现价格区分,发挥国产大豆高蛋白、无风险的优势;另一方

面,加快转基因大豆技术研究进程,做好技术储备。
(3)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设定进口转基因食品标识阈值。 我国已建立相对完善的生物安

全法律法规,但随着转基因技术研究日新月异,研究手段、装备水平不断提高,新基因、新性状和新产

品将不断涌现。 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关于对转基因国食品安全性方面法律、法规的建设,同时为确保转

基因食品安全性,降低潜在风险,可考虑对我国进口的转基因食品设定一定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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